
由苏入杜: 论翁方纲学人之诗理论体系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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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翁方纲提出的“由苏入杜”说关涉其宏观与微观各层面的理论建构，是清代宋诗

学发展过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首先，翁氏以 “真放本精微”总评东坡诗歌，打破

“苏诗真放”的传统认识，揭示出杜、苏二家在诗法上的一致性，以 “法度”约束 “才力”，

突出精严文理与精深义理。其次，从“诗教”角度阐释苏轼诗歌紧扣杜诗学深旨，在诗歌源

流中赋予东坡上接风雅的正统地位，为宋诗进一步经典化奠定基础。再次，“由苏入杜”说

勾连开元天宝与元祐诗坛两座高峰，打通唐宋诗之间的时代壁垒，成为以 “雅正”为标准的

“杜韩苏黄”学人之诗经典作家谱系建构的逻辑起点，对乾嘉以后的诗学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关键词 翁方纲 由苏入杜 诗教 学人之诗

清中叶主流诗学有两个特征格外引人注目，一是考镜源流，二是回归诗教，翁方纲的诗学理论颇

能反映当时的潮流。自郭绍虞将翁方纲诗论概括为 “肌理说”之后，学界相关研究日渐精深。综观翁

氏主要贡献，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就宏观而言，经过晚明、清初宗宋诗人的不断探索，以 “杜韩

苏黄”为典范的宋调经典作家谱系之建构最终由翁方纲完成①; 就微观而言，“肌理说”从文理、义理

等角度深入诗歌内部，对宋调特征进行细致剖析②，使其 “学人之诗”的面貌得以明晰。翁方纲宋调

谱系的形成是考镜源流风气之下的产物，而其义理观对 “诗教”的独特阐发，则代表着清中期占有相

对优势地位的官方诗学取向，具有典型的时代特色。在翁方纲理论建构的过程中，“由苏入杜”说的

提出至关重要，是清诗坛一大关捩③。以此为支点全面考察翁氏的宗苏活动，可以管窥乾嘉诗学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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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清代诗史典型事件的文献考辑与研究” ( 项目编号 18ZDA255) 阶段性成

果。
蒋寅《翁方纲诗学的取法途径与理论支点》( 《学术研究》2017 年第 6 期) 一文有相关论述，但与本文观点略

有不同。
近年来学界多有对肌理说二分法 ( 义理、文理) 的质疑，如蒋寅《肌理: 翁方纲的批评话语及其实践》( 《文

学遗产》2019 年第 1 期)、《翁方纲诗学的取法途径与理论支点》，唐芸芸《杜诗与翁方纲“肌理”说》( 《中国文化研

究》2012 年第 3 期) 等。但从翁氏个人论述来看，其诗学理论倾向于从义理、文理两个角度对客体加以观照。如本文

所论“诗法”，翁氏明确将其分为“正本探原”与“穷形尽变”两个方面，即义理与文理之法; 又如翁氏论著对“精

微”的解释，在文理之外亦包含义理之精深。因此，尽管仅靠翁氏所说的“义理之理，即文理之理，即肌理之理” ( 翁

方纲《复初斋文集》卷四《志言集序》，《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82 册，第 53 页) ，未必

可以得出“肌理包含义理与文理”的结论，但是从翁方纲诗学的客观存在状态来看，完全可以从义理、文理这两个角

度对其加以分析。
何继文《翁方纲的“由苏入杜”说》( 《汉学研究》2010 年第 3 期) ，较早关注这一理论现象，并通过文本细

读，对“诗法”与“杜法”、“精微”与“肌理”等问题进行较为细致的阐释。本文结合乾嘉诗学背景以及翁方纲理论

体系的整体架构，对“由苏入杜”说产生的深层原因及其诗学史意义作进一步探讨。同时，本文部分观点与何文有所

不同，如对“精微”内涵的界定等。

*



系列重大变化———苏轼诗歌研究由宏观转向精微，由格调而至肌理; 宋诗学由推尊 “苏陆”转而宗祖

“苏黄”; 馆阁诗风由一味宗唐逐渐向宗宋偏移。

一 诗法: 苏诗 “真放本精微”

乾隆五十一年 ( 1786) ，翁方纲在答友人论诗之作中首次明确提出 “欲从苏门杜法叩”①，对其此

前关于杜甫、苏轼诗歌的思考进行总结、升华，指出经由学习苏轼诗歌达到杜诗堂奥的途径。嘉庆十

二年 ( 1807) ，翁氏再言“于苏窥杜法，诗境乃升堂”②，正式提出 “由苏入杜”说。此后，苏斋论诗

屡屡涉及之，“嘉道间诗人颇是其言”③。翁方纲诗学“大旨以杜为宗”④，这是“由苏入杜”说诞生的

理论前提。然而翁氏又认为，杜甫诗歌端倪莫测，后人“必不能学，必不可学”。《石洲诗话》多次对

学杜之风提出批评: “今人不知杜公有多大喉咙，而以为我辈亦可如此，所以纷如乱丝也。”⑤ 与此同

时翁氏指出，杜甫之外唐代诸公诗歌虽好，“其路非不正也”，却存在 “意有专趋”之弊，专学一家则

“易于渐滋流弊”⑥。因此在翁氏看来，朱彝尊所提倡的学诗路径最为 “稳实”，即 “由元人而入宋而

入唐”( 《石洲诗话》卷四，第 157 页) 。苏轼诗歌“才力之富，涵盖万象，吞吐百家”，“宋之有苏诗

犹唐之有杜诗”⑦，故而“因苏问杜”⑧ 才是诗境升堂的最佳门路。如此一来，架空了唐诗的翁方纲诗

论在宋诗这里落到实处，翁氏“祧唐祖宋”之真面目也可于此窥得一斑。
“由苏入杜”并非简单的师法路径问题，其提出关合乾嘉之际审美风尚的变迁，如诗坛对苏轼诗

歌的关注从“雄放”转向“精微”，对东坡诗风的判断由接近盛唐转向接近中唐等等。伴随着这些观

念的转变，清代苏诗学逐步从宏观的 “气局格调”走向精微的 “法度肌理”。具体而言，这一主张落

实到翁方纲理论的第一步，是以“真放本精微”总评苏诗，在“诗法”层面确立杜、苏二家的同质关

系，进而从文理、义理两个角度观照东坡诗歌。翁方纲诗论的一个显著特征是 “节制”，其实现途径

之一是以“法度”约束“才力”。因此，“诗法”一直都是翁方纲诗学的重要论题。翁氏提出文章立法

之关键包含两个方面——— “正本探原”与“穷形尽变”。前者为“立乎其先、立乎其中者”，即义理之

法; 后者为“立乎其节目、立乎其肌理界缝者”⑨，即文理之法。在翁方纲看来，古之诗人能达于真境

界者，尽皆依法而作，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故此他以 “孰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总评杜甫

诗歌，又以“始知真放本精微”作苏诗之总序。“‘真放’者，即豪荡纵横之才力”，即 “二谢将能

事”之义; “‘精微’，即细肌密理之节制”，即“阴何苦用心”之法瑏瑠。翁方纲借此提出，在东坡“行

云流水”瑏瑡 的“真放”风格之下，是与杜诗一脉相承的 “精微”肌理。“真放精微”也被翁氏当作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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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方纲《复初斋诗集》卷三二《次答冶亭阆峰二学士论诗之作》，《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381 册，第 297 页。
《复初斋诗集》卷六一《赠张南山孝廉三首》 ( 其三) ，《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381 册，第 576 页。
邱炜萲《五百石洞天挥麈》卷一二，《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708 册，第 269 页。
翁方纲《复初斋集外文》卷一《粤东三子诗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382 册，第 638 页。
翁方纲著，陈迩冬校点《石洲诗话》 ( 与赵执信著，陈迩冬校点《谈龙录》合刊) 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50、55 页。
翁方纲《杜诗附记》“自序”，赖贵三校释，台湾编译馆主编《翁方纲〈翁批杜诗〉稿本校释》，台湾里仁书

局 2011 年版，第 111 页。
翁方纲《苏斋笔记》卷九，《清代稿本百种汇刊》，台湾文海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67 种，第 8687—8688 页。
《复初斋诗集》卷六九《送张南山还粤东兼寄黄香石》，《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381 册，第 656 页。
《复初斋文集》卷八《诗法论》，《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382 册，第 82 页。
参见翁方纲《与叶筠章论“阴何苦用心”句法》，《翁方纲〈翁批杜诗〉稿本校释》，第 575—576 页。
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四九《与谢民师推官书》，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4 册，第 1418 页。



透“诗家三昧”的“妙门”①。从翁方纲本人的相关论述来看，“精微”的指涉范围与 “诗法”类似，

包含文理、义理两个维度，是肌理说的重要内容。
翁方纲“于苏学独取‘真放本精微’一语”②，实寓抑扬于其中。简单说来，“真放”之境是才力

的表现，“精微”是谨严法度的展示。他对二者辩证关系的强调，意在突出后者，从而达到以 “法度”
节制“才力”的目的。清中期之前，诗坛惯以“真放”打通太白、东坡，将二人并称为两“谪仙”的

观念自宋代起便十分流行。从诗法角度看，东坡所提倡的 “捷法”，“不拘成法，放纵个性”，受禅宗

“无住”“无念”“无缚”思维方式的启发，体现了“随机应变、纵横自在的通脱精神”③，这确乎与太

白更为接近。然而，翁方纲在自立主脑之前，首先向此种共识发出挑战。“由苏入杜”说几乎无视李、
苏并举的惯例，以“精微”为纽带，在杜甫与苏轼之间建立起密切联系④。翁氏认为少陵 “连城璧”
的关键在于“精微”二字，此为 “杜公所以超出中、晚、宋后诸千百家独至之诣”⑤。他以 “真放本

精微”阐释东坡诗歌，突出精妙法度，淡化对才力的强调，是东坡儒家精神在诗法上的证实，与传统

苏诗学颇为不同。
关于“真放”之境的具体内涵，以及翁方纲为何对此略显排斥，大致可以从前人所确立的艺术典

范中窥得一二: 就绘画而言，苏轼认为 “真放”是吴道子作品的 “得与天契”; 就书法而言，查慎行

以为古人草书之风“正得此意”; 就诗歌而言，晚唐人视太白 “逸气”为 “真放”的极致⑥。画圣吴

道子、草圣张旭、诗仙李白无一不是盛唐人，“真放”也正是盛唐气象的表现之一。“子瞻才大”⑦，此

种凤舞龙腾的浪漫主义色彩确乎是其作品的一大特色。翁方纲对此并不完全否定，他也承认苏轼诗歌

“变眩百怪包洪纤”⑧。然而对“放境”的单纯追求，容易将关注焦点引向诗人天赋，忽略经营结构之

力，进而蹈于空虚⑨，这与“质实”的翁方纲诗学背道而驰。职是之故，翁氏一再强调 “沧海倒注银

潢泻”瑏瑠 的豪迈气质并不是东坡诗歌密谛所在:

杜惟质厚元无诀，苏取雄奇恐不真。( 《复初斋诗集》卷六二 《墨卿书来云先生春来日与莲裳

南山论诗可羡也是日适得南山手书而莲裳将归矣》，《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381 册，第 585 页)

但取其激昂豪放者，抑又失之。…… ( 予) 于诗则但见其深至冲微，而不见其奔放; 但知其

平实纯正，而不知其激烈叫号也。( 《复初斋文集》卷五 《宝苏室研铭记》，《清代诗文集汇编》，

第 382 册，第 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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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方纲《彭门怀古四首》 ( 其四) : “诗家三昧要深论，真放精微是妙门。” ( 翁方纲《复初斋集外诗》卷一九，

《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382 册，第 550 页)

《复初斋集外文》卷一《玉延秋馆诗画卷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382 册，第 637 页。
周裕锴《宋代诗学通论》，巴蜀书社 1997 年版，第 215—216 页。
项楚先生说: “历来论家对于苏诗学杜，一般都不十分强调。” ( 项楚《读〈纪评苏诗〉》，《柱马屋存稿》，商

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212 页) 确切地说，清中期之前，诗坛不十分注意从学杜的角度关注苏诗; 清中期之后，宗杜

诗人又多论黄庭坚和江西诗派与杜诗的关系，而相对忽略了苏轼。
《杜诗附记》“自序”，《翁方纲〈翁批杜诗〉稿本校释》，第 112 页。按: 原文标点有误，引文略有改动。
参见苏轼《苏轼诗集校注》卷三七《子由新修汝州龙兴寺吴画壁》，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

校注》，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6 册，第 4329、4333、4331 页。
卢坤《苏文忠公诗集序》，苏轼撰，纪昀评，李鸿裔手批《苏文忠公诗集》，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宋

集珍本丛刊》，线装书局 2004 年版，第 20 册，第 671 页。
《复初斋诗集》卷三二《次答冶亭阆峰二学士论诗之作》，《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381 册，第 297 页。
翁方纲《恽道生山水卷》: “苍深气在经营外，恣肆功居结构前。”( 《复初斋诗集》卷五八， 《清代诗文集汇

编》，第 381 册，第 540 页)

《复初斋诗集》卷一四《观董蔗林少宰所藏苏文忠定惠院月夜偶出二诗草墨迹》，《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381
册，第 120 页。



世以苏诗目奔放，三藏法界标华严。……谁知当日得力语，圆相表里天人兼。真放精微非客

慧，豪厘妙算楮与缣。( 《复初斋诗集》卷三二《次答冶亭阆峰二学士论诗之作》，《清代诗文集汇

编》，第 381 册，第 297 页)

学苏误谓迅一扫，睹此应惊退三舍。……固知真放本精微，何必文章成怒骂。 ( 《复初斋诗

集》卷一四《观董蔗林少宰所藏苏文忠定惠院月夜偶出二诗草墨迹》，《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381
册，第 120 页)

除却达于“真放”之境须仰赖作家才力以及难于收束和把握之外，翁方纲对其避而远之还有更深层的

原因，他看到普通人效仿此格容易走向两条歧路: 一是以李白为代表的狂放，二是以陆游为代表的恣

肆与颓放。
“始知真放本精微，不比狂花生客慧”源出苏诗《子由新修汝州龙兴寺吴画壁》，东坡用以赞扬吴

道子画作之奇绝。 “狂花”，即 “不依时序或不遵常规而开之花”; “客慧”，即 “浮泛的不实在之智

慧”①。苏轼将两句并举，可知在他看来， “真放”与 “狂”亦仅一线之隔。李白诗歌、张旭草书等

“真放”风格的经典范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将这一概念与 “狂”画上等号。然而盛唐之 “狂”的重要

内涵之一是“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狂傲”，暗含士人对政治权威的挑战，即道统对治统的挑战。
清中期统治秩序趋于稳定，官方掌控文化话语权，文人精神上的桀傲不恭注定得不到主流支持。此种

背景之下，东坡诗歌“好骂”的特征屡遭清人批判，康乾馆阁诗学已对其大力排斥，乾嘉以后随着文

字狱的日益兴盛，普通文人亦多有忌惮。翁方纲对“真放本精微”的阐发，正试图以 “精微”法度对

诗歌加以节制，将艺术涵养于“真放”之境，而非 “狂放”。此种用意可以在他对 “东坡与酒”的议

论中得到证实:

世人目坡翁，诗狂与酒圣。……先生本静者，嗜酒非天性。诗中偶及酒，皆有托而咏。即以

诗法论，亦非以狂胜。( 《复初斋诗集》卷二六《朱兰嵎临龙眠画东坡笠屐图山阴朱兰圃复为摹帧

载题其后》，《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381 册，第 236 页)

先生初不饮，言饮盖其偶。后来纵笔为，诗必系以酒。……昔圣酒无量，曾涉诗教否? 太白

酒中仙，彼自出尘垢。一以瓣香参，何必持螯手。相与观其深，慎之论尚友。( 《复初斋诗集》卷

六六《读苏诗四首》其三，《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381 册，第 630 页)

盛唐的“狂放”经常与“酒”联系在一起，翁方纲敏锐地抓住这个关键词，将苏诗之 “放”同 “狂”
划清界限。在他看来，东坡写酒与太白豪饮的区别在于是否寓 “诗教”于其中———苏轼纵笔为诗虽系

之以酒却“有托而咏”，褪去轻狂之色，自与太白迥异。
翁方纲对苏诗“真放”的界定，还试图与陆游诗风相区别。陆游曾为方信孺书 “诗境”二字，数

百年后翁氏见字深有所悟，将其匾于苏斋，并以之为涵盖天地、无有穷止的诗之至境。从内容来看，

“诗境”是诗歌所能包孕的一切物、事、理，是至大之境②。从格调来看，它表现为简古大气，其奔放

如“西江直吸昆仑水，助我词源万斛倾”，其端庄即 “沥尽群言归朴学，澹无一笔是吟情”③，其劲健

是“诗境与秋容，气势两相当”④。翁方纲认为陆游这样的一代之才，虽不能够穷尽诗境，却足以得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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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苏轼诗集校注》卷三七《子由新修汝州龙兴寺吴画壁》，《苏轼全集校注》，第 6 册，第 4329、4332 页。
翁方纲《诗境篇题放翁书石本后》: “江山信为诗境开，我酹江山酒一杯。吁嗟放翁一代才，江山气尚泄不尽，

吁嗟诗境曷有穷止哉? 所以两字怒壁立，直斡万古元气回，无已姑以名吾斋。”( 《复初斋诗集》卷一五，《清代诗文集

汇编》，第 381 册，第 125 页)

《复初斋集外诗》卷一九《绿雨庵与蕴斋论诗再用前韵》，《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382 册，第 554 页。
《复初斋集外诗》卷一九《偶得陈大士笔洒秋空诗一囊七大字墨迹题其后》，《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382 册，

第 556 页。



山之元气，其长风万里的淋漓恣肆更体现出纵横豪迈的气度①。但是翁氏进一步指出，这种妙与天契、
于无奇处见奇的大自在是诗之 “熟”境，达于此境更为稳妥的办法是 “由生造熟”，即由精微而至真

放②。与“诗境”所展现出的才力相比，他更强调的仍旧是 “法度”作为津筏的重要性。因此，当友

人向其请教作诗如何达到杜甫、韩愈之成就时，他以 “壮怀岂易吐? 尺黍调丝簧” “风云郁江海，舟

车即津梁”③ 答之，指出杜、韩风云江海的壮怀激烈皆以法度为津梁。以此衡量两宋诗歌，翁方纲认

为东坡比放翁更当得起 “诗境”二字:

放翁镜湖诗境字，墨卷长风郁奇恣。……风骚陶谢尚不近，镜湖放笔谁畦畛? 轩轩万古伫一

襟，试叩精微来返本。所以陆扁斋题苏，镜湖肯执眉山乎? ……淡烟香篆白豪光，拈出苏斋是诗

境。( 《复初斋诗集》卷六一《苏斋诗境歌》，《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381 册，第 575 页)

伫立在乾嘉之际回首“万古”诗歌，翁方纲指出风骚之旨只能从 “精微”中求之，而与少陵一脉相承

的苏轼诗歌方可算作“得诗之本”:

横我腊雪几，诗境拜大苏。( 《复初斋诗集》卷四九《题秋盦游嵩山三石阙图》，《清代诗文集

汇编》，第 381 册，第 452 页)

我室苏诗扁陆书，文以载道道集虚。( 《复初斋诗集》卷一五《赠吴舜华制墨歌》，《清代诗文

集汇编》，第 381 册，第 130 页)

乌云红日一楼窗，苏室苏斋信诗境。( 《复初斋诗集》卷六一 《十二月十九拜坡公生日题钱裴

山所作李委吹笛图》，《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381 册，第 576 页)

我因陆书问苏诗……如此诗境谁能争? ( 《复初斋诗集》卷三三《诗境东轩歌》，《清代诗文集

汇编》，第 381 册，第 306—307 页)

与苏轼相比，陆游作诗缺少“精微”涵养，无敦厚蕴藉之致，单凭才力支撑，易流于 “叫号”或是

“颓放”。就此而论，翁方纲认为陆游、元好问诗歌皆不及东坡，而放翁之弊更甚:

苏、黄之后，放翁、遗山二家驰骋词场，而遗山更为高秀。若夫三昧之旨，则二家未免肌理稍粗

矣。( 翁方纲《七言诗三昧举隅》，丁福保辑《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年版，上册，第 308 页)

遗山虽较之东坡，亦自不免肌理稍粗。然其秀骨天成，自是出群之姿。若无其秀骨，而但于

气概求之，则亦末矣。( 《石洲诗话》卷五，第 208 页)

遗山以五言为雅正，盖其体气较放翁淳静。然其郁勃之气，终不可掩，所以急发不及入细，

仍是平放处多耳。但较放翁，则已多淳蓄矣。( 《石洲诗话》卷五，第 204 页)

遗山诗“淳静”“淳蓄”处，近于“雅正”，这一点高于放翁; 而其“平放”“郁勃”近于陆游，为白

圭之玷。在翁方纲看来，导致这些缺点的原因是 “肌理稍粗”“急发不及入细”。细者，“精微”之义

也。以翁氏之见，作诗若不求肌理，唯以气概取胜，乃舍本逐末，即其所谓 “激烈叫号”者也。好在

遗山诗尚有“秀骨”可见，故能出群。以此为标尺，与元好问同时的刘因诗歌则被指为 “酣放”乃至

“伧俗”“颓放”的反面教材:

静修诗，纯是遗山架局，而不及遗山之雅正。似觉加意酣放，而转有伧气处。……第以雄奇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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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翁方纲《又题诗境石本三首》 ( 其一) : “放翁晚对镜湖书，正是诗招傅稚初。一笔长风来万里，平生烟水遍舟

车。”( 《复初斋诗集》卷六六，《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381 册，第 625 页) 《临放翁手牍赠青侪》: “先生自言去骚远，

放笔奇气逾淋漓。……更寻诗法更何法，天马万里无闲羁。”( 《复初斋诗集》卷五三，《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381 册，

第 488 页) 《苏斋诗境歌》: “放翁镜湖诗境字，墨卷长风郁奇恣。”( 《复初斋诗集》卷六一，《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381 册，第 575 页)

翁方纲《诗境篇题放翁书石本后》: “诗境从生乃造熟，熟后平坦皆崔嵬。”( 《复初斋诗集》卷一五，《清代诗

文集汇编》，第 381 册，第 125 页)

《复初斋诗集》卷六四《送乐莲裳南归》，《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381 册，第 602 页。



落之气赏之可耳。若以诗家上下源流之脉言之，殊未入于室也。(《石洲诗话》卷五，第 210 页)

“放”而不收，则为 “酣放”，酣放走向极端则易带 “伧气”，即清人一再诟病的 “宋诗颓放”①。此

外，“雄奇磊落”终究低于 “雅正”一等，入不得诗歌正统之源流，这也是翁方纲考镜源流、建构

“学人之诗”经典作家谱系的重要原则。
相比之下，苏轼诗歌之所以能够 “嗣响杜、韩”，正因其贵在 “锻冶之功”( 《石洲诗话》卷三，

第 116 页) 。翁方纲以 “质厚”为老杜诗歌之真诀②，同时他认为通过 “精微”法度对 “狂放” “酣

放”“颓放”等加以节制，是入少陵诗境的最佳门路。在此基础上审视 《石洲诗话》，翁方纲对苏诗

“肌理”的强调就有了理论上的着落———以“肌理”解读东坡诗歌是 “由苏入杜”的必要条件，而确

立子瞻上接开元、天宝的诗学史地位则是正面认可宋诗的一条捷径。首先，就“前后接笋、乘承转换、
开合正变”③ 的文理而言，翁方纲几乎从音节、字法、句法、章法等各个层面对苏诗语言、结构之布

局作出分析。简单举例来看，在对东坡长达四百言的五古 《答任师中、家汉公》一诗进行评点时，翁

氏指出“中间句法，于不整齐中，幻出整齐” “笔势之豪纵不羁，与其部伍之整闲不乱，相辅而行”
( 《石洲诗话》卷三，第 122 页) 。例如， “岂比陶渊明，穷苦自把锄”与 “闲随李丞相，搏射鹿与

猪”④ 两联“错落作对”( 《石洲诗话》卷三，第 122 页)，“苍鹰十斤重，猛犬如黄驴”“我今四十二，

衰发不满梳”二联与“罢亚百顷稻，雍容十年储”⑤ “错落遥映，亦似作对”( 《石洲诗话》卷三，第

122 页) 。这里揭示出苏诗“豪纵不羁”的放境之下是“整闲不乱”的“属对之法”。此类论述在 《石

洲诗话》中比比皆是，与前辈学者所探讨的“穷形尽变”之 “文理”并无二致，本文不再一一列举。
其次，“文理”之精严是翁方纲观照苏轼诗歌的最表层，而 “义理”之精深才是肌理说的更高追求。
翁方纲早年即已指出，少陵“连城璧”包含两个方面: 一为元稹所说 “铺陈终始，排比声韵”的结构

之法，即文理; 二为元好问所说 “参苓、桂术、君臣、佐使”的儒家之道，即义理 ( 参见 《石洲诗

话》卷一，第 47 页) 。翁氏所论苏诗 “精微”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 “义理”方面，“由苏入杜”说

从儒家“诗教”角度确立宋诗正统地位，在乾嘉之后产生深远影响。

二 诗教: 趋向主流的苏诗阐释

对“诗教”的强调是清中期诗学一个非常醒目的特征⑥，这与当时的文化语境联系密切。整体来

看，清代主流文学话语权掌握在上层，而政治稳定、国力强盛的雍乾时期，“诗在馆阁”表现得尤为

突出。与前代相比，此时官方诗学的独特性在于，为满族政权服务的汉族文臣除歌功颂德、描绘盛世

气象之外，更加强调“忠君”的意义。因此，杜甫诗歌所体现的 “每饭不忘君”⑦ 思想 “被抬到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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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⑥

⑦

关于陆游“颓放”诗风，参见潘务正《“宋诗颓放”———论清代的一种宋诗观》( 《新宋学》第七辑，复旦大

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
翁方纲《墨卿书来云先生春来日与莲裳南山论诗可羡也是日适得南山手书而莲裳将归矣》: “杜惟质厚元无

诀。”( 《复初斋诗集》卷六二，《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381 册，第 585 页)

《复初斋文集》卷八《诗法论》，《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382 册，第 82—83 页。
⑤ 《苏轼诗集校注》卷一五《答任师中、家汉公》，《苏轼全集校注》，第 3 册，第 1553 页。
《说诗晬语》开篇云: “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 ( 沈德潜著，霍松

林校注《说诗晬语》［与叶燮著，霍松林校注《原诗》; 薛雪著，杜维沫校注《一瓢诗话》合刊］ 卷上，人民文学出版

社 1979 年版，第 186 页) 类似观点在这一时期的诗话作品中极为常见。
苏轼《王定国诗集叙》: “ ( 杜子美) 一饭未尝忘君也。” ( 苏轼《苏轼文集校注》卷一〇，《苏轼全集校注》，

第 11 册，第 988 页)



的高度”①。将“忠君”作为主要内涵之一的“诗教”旗帜再次被举起，也成为这一时代的特色。“肌

理说”典型地体现着时代思潮在诗学理论上的投射———文理上内敛节制，以法度约束才力; 义理上外

转而趋于官学，以诗教规范性情。
翁方纲继承“审乐知政”的文艺传统，强调“声音之道与政通”。又因为“治世之音安以乐”，故

此他要求诗歌应符合雅正的儒家精神，温柔敦厚、怨而不怒，此即肌理说所追求的 “义理”，亦即翁

氏所认为的“古今诗家诗体之总序”②。以此对历代诗歌加以衡量，无疑杜甫仍旧是独步千古的典范。
在翁方纲看来，古今诗人“未有若杜之得正、得真者”。所谓“正”，从源流来看，承袭风雅，得诗歌

之正统; 所谓“真”，从本体来看，能够 “理学业” “定人品” “养笔力、才藻”③，重在教化之功。
“承正统”而能“行教化”大致可以代表清代学者欣赏杜诗的共识。仇兆鳌指出，论杜诗者须知内中

“有诗之实焉，有诗之本焉”④。“诗史”的说法得之于可以论世知人的 “实”的一面，“诗圣”的称号

得之于可以垂教万世的 “本”的一面。因此，在通过“由苏入杜”追寻“诗境”的过程中，翁方纲指

出苏轼能够振起一代诗风的根本即在于得 “诗教”之正统:

先生本静者，嗜酒非天性。诗中偶及酒，皆有托而咏。即以诗法论，亦非以狂胜。进取虽孤

高，所裁乃雅正。使遇圣删《诗》，《韶》《武》音放郑。先生必高第，群怨兴观称。真放本精微，

内照天光定。( 《复初斋诗集》卷二六 《朱兰嵎临龙眠画东坡笠屐图山阴朱兰圃复为摹帧载题其

后》，《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381 册，第 236 页)

东坡诗歌“有托而咏”，可以 “兴观群怨”; 合 《韶》 《武》之音，而上接风雅。这两点与少陵之

“真”与“正”理路相通，是“由苏入杜”说的核心所在。同时，将苏诗置于 “诗教”传统中加以审

视，切中少陵精髓，标志着苏诗学阐释路径真正向杜诗学靠拢。此外，翁方纲 “精微”之论于 “文

理”之外包含“义理”一面，在这首诗中显而易见。
以“诗教”解读东坡诗歌，关合翁方纲诗学与宋诗契合的内在理路，这在他对 “诗人之诗”“以

文为诗”“诗史”等重要命题的阐释中表现得非常突出。宋诗的哲学基础涵盖儒释道三家，翁方纲诗

学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得宋人之一端。因此，宋、清两代人之间的遥远对话以儒学为平台得以实现。
儒家诗学强调“内在修为”对 “外在世界”的干涉，宋诗 “教化讽谏”的政治关怀、“明道见性”的

道德规范 ( 参见《宋代诗学通论》，第 31、42 页) 是这一理念的体现。在此种思想的指导下，有宋一

代始终隐约存在着“诗人”自身角色认同的淡漠，即陆游“此身合是诗人未”的无奈和迷茫。外向的

责任意识进而导致儒士对 “诗人之诗”的否定，这一点延续至清代宋诗学中，变得更加清晰，翁方纲

多次明确表达自己的看法:

杜公之学……羽翼经训，为《风》 《骚》之本……岂仅以诗人自许者乎! ( 《石洲诗话》卷

一，第 58 页)

朱子谓李泰伯文字得之经中，皆自大处起议论。范文正荐之，以为著书立言，有孟轲、扬雄

之风。此不可以诗人论也。( 《石洲诗话》卷三，第 111 页)

东坡在儋州诗有云: “问点尔何如? 不与圣同忧。”虽是偶尔撇脱语，却正道着春风沂水一段

意思。盖春风沂水一段，与圣人老安少怀，究有虚实不同。不过境象相似耳。用舍行藏，未可遽

以许若人也。孰谓东坡仅诗人乎? ( 《石洲诗话》卷三，第 136 页)

·581·

由苏入杜: 论翁方纲学人之诗理论体系的建构

①

②

③

④

孙微《清代杜诗学史》，齐鲁书社 2004 年版，第 34 页。
《苏斋笔记》卷九: “《史记·孔子世家》曰: ‘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

音。’《乐记》曰: ‘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又曰: ‘声成文，谓之音。’又曰: ‘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此数言者，古诗之总序也，即谓古今诗家诗体之总序可也。”( 《清代稿本百种汇刊》，第 67 种，第 8659 页)

《杜诗附记》“自序”，《翁方纲〈翁批杜诗〉稿本校释》，第 109—111 页。
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原序”，中华书局 2015 年版，第 1 册，第 1 页。



翁方纲认为能够上接《风》《骚》、出经入史之作，合乎大道，皆非“诗人之诗”所能比拟。他指出老

杜诗歌教化之功用，首先表现在道德层面，可以“理学业”“定人品”; 其次才表现在文学层面，可以

“养笔力、才藻”①。这与其“缘情绮靡”是“降一格”之义类似。所谓“降一格”者，即相对于风雅

之本而言 ( 参见《石洲诗话》卷一，第 58 页) 。在翁氏看来，东坡于用舍行藏之间，不拘于曾点的淡

泊洒脱，而深谙“老安少怀”之义，得圣人之心，与老杜一样，不能仅以诗人目之。
然而，宋诗学中还存在另一个问题，同上述观点相矛盾: 与 “诗人”对自我身份的否定并存的

是，宋人对“诗体”本身的高度认可。“诗者天之义”“诗者文之精”“诗者心之声”“诗者道之余”
( 《宋代诗学通论》，第 4、10、15、21 页) 皆是诗道究通天人的阐释。这对矛盾又该如何解释呢? 朱

刚指出，北宋文人参政“是做好‘去’的准备而 ‘来’”的，仕途通达则以儒家理想去改善政治，若

现实不尽如人意，宁愿急流勇退去做颜回、严子陵那样的人。正是凭借这种 “进则有道，退则有守”
的精神②，宋人于失意之时表现出比唐人更加 “旷达”的姿态。因此，在北宋儒士对 “退归”的预想

或者尝试中，其政治身份弱化，文人身份得以凸显。在此种境况之下，文学成为他们表达责任意识、
实现淑世理想的精神途径。而具有言志、载道功能的诗和文，自然是寄托情感的首选，故而，进一步

提升这两种文体的社会功能成为时代的迫切要求。这大概正是古文运动至北宋依旧如火如荼，诗歌也

表现出更加浓郁的“以文为诗”特色的思想基础。提高诗歌社会属性的方法有很多，其中 “以文为

诗”是宋人选择的一条捷径。在这个过程中，诗歌得文之精，“载道”功能增强，品位提高③。翁方纲

宋诗学以三百篇为根本，并进一步把上通经史的文章精神与诗歌相结合，是对 “以文为诗”儒学内涵

的异代回应与发挥:

文必根本六经，诗必根本《三百篇》，盖未有不深探经学而能言诗文者……未有不深究三百

篇之理而能言诗者，亦未有不深究于诗教原流正变而能读 《三百篇》者，此诗家最上第一义。
( 《苏斋笔记》卷九，《清代稿本百种汇刊》，第 67 种，第 8649 页)

和明人的离经叛道相比，尊经复古是清代馆阁诗学的共性，此时经学思想极大地融入到诗学领域而不

可分割。
在对“以文为诗”的实践和阐释中，“诗史”概念的提出代表了诗文互动的极致，这一观念产生

于宋代绝非偶然。诗与史的结合，是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学意识向诗学的渗透，这同

“以文为诗”的发达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④。又因为 “以文为诗”之 “出经入史”的追求关联 “诗

教”，因此后世诗教观的重要内涵之一即对 “诗史”的认可。以下是《石洲诗话》中的一段论述:

《奉先咏怀》一篇，《羌村》三篇，皆与 《北征》相为表里。此自周 《雅》降 《风》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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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杜诗附记》“自序”，《翁方纲〈翁批杜诗〉稿本校释》，第 109—110 页。
朱刚指出: “北宋士大夫的‘外向’进取精神，一开始就以‘内在’的心理基础为补充。” ( 朱刚《从“先忧

后乐”到“箪食瓢饮”———北宋士大夫心态之转变》，《文学遗产》2009 年第 2 期)

蒋寅提出文体互参遵循“以高行卑”的体位定势，又认为诗品始终高于文品，因此没能从发生学角度解释

“以文为诗”这个中国文学史上最为重要的文体互参现象 ( 参见蒋寅《中国古代文体互参中 “以高行卑”的体位定

势》，《中国社会科学》2008 年第 5 期) 。若看到不同文体品位之高低并非一成不变，不同时代皆有各自之独特性，那

么问题就豁然开朗了: 诗体经六朝之后，对儒家道德精神的承载有所削减; 而中唐以来古文运动在文章领域重振儒学

道统，文之品位上升。因此，以品第而论，至少在中唐至北宋初的较长一段时期内，文品高于诗品，宋人“以文为诗”
完全符合文体之间由高向低的渗透原则。

张晖总结前人所举诗史观产生的几个外在原因，包括: 宋代史学的发展、宋代诗人年谱与编年诗文集的编撰、
“宗经” ( 参见张晖《中国“诗史”传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 年版，第 17—18 页) 。进一步看，能够将

这些外部因素彻底融入诗歌领域的文学背景正是“以文为诗”的兴盛。明代辨体思想背景下对“诗史”的批判，恰恰

从反面证明诗史观的提出与宋代“以文为诗”的风气密不可分。



所未有也。迹熄《诗》亡，所以有 《春秋》之作。若 《诗》不亡，则圣人何为独忧耶? 李唐之

代，乃有如此大制作，可以直接六经矣。( 《石洲诗话》卷一，第 48 页)

归根结底，《春秋》笔法之微言大义具体到 “义”字，依旧是儒家观念的体现，即肌理说之 “义理”，

与“诗教”相通。因此，翁方纲赞同“《诗》亡然后《春秋》作”的诗、史同理观，认为杜甫史诗般

的“大制作”“可以直接六经”。魏晋以降，文学自觉，“文”区别于 “学”与 “史”的特征渐趋鲜

明，诗歌的审美风貌、艺术标准日趋精细，至盛唐而达极致。与此同时，诗体 “载道”功能相对弱

化，以六朝为代表。“至有唐而声律日工，托兴渐失”，“‘诗教’远矣”( 《说诗晬语》卷上，第 186
页) 。老杜以诗识史，文史再度联姻，诗品得以逐渐提升。清初“诗史”说以陶渊明等人为典范，“脱

离了杜诗学的系统”( 《中国 “诗史”传统》，第 164 页) 。而以 “诗教”为宗旨的翁方纲诗论，在

“诗史”传统中重新标榜老杜的典范地位，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此外，翁方纲 《苏诗补注》之诗史互

证理念，亦是“由苏入杜”观念的表现形式之一。
至于诗歌如何达到温柔敦厚的 “诗教”境界，翁方纲提出，东坡 “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

不得不止”的创作态度正是对古今为文之法的 “总括”。翁氏此论着眼于 “离” “合”二点，即 “不

求与古人离，而不能不离; 不求与古人合，而不能不合”。具体而言，翁氏在这里以东坡的理论为障眼

之法，对当时诗坛作出回应，将“诗教”与学人之诗相结合。所谓离与合，即脱与粘，亦即虚与实。
翁方纲所追求的杜诗之 “万法归原”融合虚实，包含对渔洋及其后学单一风格的批驳。东坡诗法可虚

可实，为翁方纲融合论的阐发提供理论基石，翁氏借此在神韵之外，开辟出另一境界。他以 “实处即

其空处，粘处即其脱处” “凡诗取料处皆即见其神韵处”的主张，将虚实之矛盾化解于无形之中。相

比于新城“掷笔天外，粉碎虚空”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翁氏诗学在“兼容并蓄”的虚旗之下，

向“实”处倾斜。所以他说，“昔东坡亦教人熟读《三百篇》及《楚骚》耳”，唯 “读书汲古”，方可

“温柔敦厚”; 文辞“要以朴学为归”，非仅 “‘羚羊挂角’之悟而已”; 学诗者当 “加以精密考订之

功”，如此才能“充实涵养，适于大道”①。而翁氏所追求的“大道”，正是诗教。
值得注意的是，在翁方纲之前，诗教观与理学联系密切，康熙即认为宋诗之中能够为道德之助的

主要是理学家之诗。因此他虽喜东坡诗歌，但对其评价不高，因其偏于粉饰，未达到理学家的纯厚境

界②。从这个角度来看，翁方纲 “以古人为师，以质厚为本”③ 的学人之诗理论，对馆阁诗教观进行

了一定程度的变革，而苏轼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从边缘走向中心。此外，乾隆中期以来，袁枚性灵诗学

的流衍对传统“诗教”理论产生重大冲击，而性灵派与学人之诗的对立，无疑对当时诗坛生态有着重

要影响④。翁方纲对诗教的维护，不能不说是有激于当时处境而发的。
无论从中国诗学传统，还是从乾嘉时期的文化语境来看，翁方纲将东坡诗学纳入诗教体系加以阐

释，都是向主流的回归。翁氏赋予苏诗及其所代表的宋诗上接风雅的正统地位，使其有可能进一步像

唐诗一样在中国文学史上名正而言顺，乾嘉之后宋诗大行其道，与此不无联系。然而，就苏诗学史而

言，这却是一次“向死而生”的扭转。苏轼人生观以儒学为底色，尽管他“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谈

世事而颇作玄思”，但是“忠君爱国、学优而仕、抱负满怀、谨守儒家思想”⑤ 是其性格主体，这是翁

方纲苏诗学得以发挥的基础。而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的 “东坡精神”，却恰恰表现为出入佛老的旷达

与超脱。因此，翁氏以儒家“诗教”观规范诗歌义理，一方面为乾嘉诗坛进一步接受苏诗创造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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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七言诗三昧举隅》，《清诗话》，上册，第 299—300、305—307、311、314 页。
康熙《圣祖仁皇帝圣训》卷五: “宋儒讲论性理，亦未尝不作诗赋，但所作诗赋皆纯厚，朱子以苏轼所作文字

偏于粉饰，细阅之果然。”(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 2008 年版，第 411 册，第 211 页)

《七言诗三昧举隅》，《清诗话》，上册，第 311 页。
参见蒋寅《袁枚诗学的历史意义及对清代诗学的影响》，《古典文学知识》2017 年第 3 期。
李泽厚《美的历程》，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65、267 页。



另一方面也泯灭了东坡精神最有价值的部分。不得不说，此后宋诗学由 “苏诗热”向 “黄诗热”的更

替已然在这里埋下伏笔。

三 诗歌谱系: “杜韩苏黄”雅正传统的宏观架构

清代宋诗学大致能够以 “由苏入杜”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此前，学界主流以苏轼、陆游

为两宋诗坛之代表; 此后，黄庭坚取放翁而代之，东坡、山谷成为不争的典范。由推尊 “苏陆”向宗

祖“苏黄”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时诗坛美学追求的微妙变化，宋诗阐释路径逐渐跳出盛唐

标准，与中唐诗风建立起更加密切的关联。
晚明清初“苏陆”并称最为流行，这一现象的存在正是“尊唐黜宋”观念之下宋诗尴尬处境的直

观投射。公安三袁大力推举苏轼，为新一轮唐宋诗之争拉开帷幕。然而这一旷日持久的历史公案之进

展，并非“此消彼长”或者“齐头并进、隔空对垒”这样简单。实际上，宗唐人士以自身标准评价两

宋，认为宋诗品格不高; 宗宋人士又怀着立异心态专寻与唐诗对峙处，使宋诗学走向瘦硬、俚俗、粗

犷的另一极端，更加贻人口实。此时诗坛的一个共识是，宋人之中东坡、放翁 “学唐人而有得”①。因

此，在不与偏于宗唐的时代风气相背离的前提下，二人以 “真放”面目为宋诗取得一席之地。基于此

种背景，不但钱谦益、吴之振等人推举苏陆，即便受馆阁唐诗风深刻影响的王士禛、沈德潜亦不对其

加以排斥。
诸多证据可以证明，在苏陆并举时期，学界对宋诗的认识带有盛唐诗风的影响。若以虚实而论，

当时诗坛着意强调的唐诗之格调、神韵偏向于清空之 “虚”; 而晚明清初对苏陆 “放境”的关注，较

之乾嘉以后宋诗学对肌理、章法等“质实”一面的探讨，也确乎更重虚处。王士禛论七律，于唐人取

王维、李颀、杜甫、李商隐，于宋人取陆游，翁方纲便指出这正是“新城时时有盛唐格调在心目间”②

的表现。苏诗接受亦然，公安派推尊东坡“闲适诗”，以其“近懒近放”③，这与乾嘉以后对苏诗章法、
诗教、立朝大节的追求大相径庭。晚明以来对东坡 “懒” “放”的偏好，开启 “宋诗颓放”之一端。
翁方纲意识到问题所在，屡致微辞于“世以苏诗目奔放”的时代现象，指出 “公诗非放笔，中有遗火

薪”④，并试图以 “精微”法度挽救颓放之弊。因此，他偶尔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三袁，也就不足为

奇了:

苏陆较香山，似近实不同。苏则函众有，又不侔放翁。……嗤尔白苏斋，偏嗜非由衷。浑沦

元气出，广大教化中。试以白集拟，然否杜法通? ( 《复初斋诗集》卷六六 《读苏诗四首》其四，

《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381 册，第 630 页)

香山开苏、陆一脉闲散之风是诗坛共识，翁方纲却特别指出，苏轼诗歌更接近杜甫而非白傅，故此他

认为东坡诗风与放翁亦不相侔。细究翁氏此意，不过仍是主张以儒家诗学观贯穿唐宋，与 “由苏入

杜”说相契合。
“由苏入杜”说的提出，标志着清代 “苏诗学”的转折与 “苏陆”并称时代的终结。翁方纲以

“精微”为主线串联少陵、东坡，接受史上的苏诗面貌遂与太白、香山、放翁渐行渐远，而以更接近

老杜儒家色彩的内敛风格出现在世人面前，文理上讲究“情境虚实之乘承，笋缝上下之消纳”⑤，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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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徐乾学《憺园文集》卷二一《渔洋山人续集序》，《续修四库全书》，第 1412 册，第 579 页。
翁方纲《七言律诗钞》“凡例”，乾隆四十七年 ( 1782) 《苏斋丛书》本。
袁宏道著，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卷三五《识伯修遗墨后》，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下册，第

1111 页。
《复初斋诗集》卷五六《坡公真像吴门陆谨庭寄赠》，《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381 册，第 515 页。
《杜诗附记》“自序”，《翁方纲〈翁批杜诗〉稿本校释》，第 111—112 页。



上讲究温柔敦厚、回归风雅。然而，与之相关且更值得深入探讨的另一个话题，是这一时期宋诗研究

的整体转型。翁方纲借“由苏入杜”说在中唐与北宋之间搭建一座桥梁，逐步引领诗坛从正面关注

“元祐体”。《次答冶亭、阆峰二学士论诗之作》约略展示出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理论变迁动向:

欲从苏门杜法叩，聊借迦叶天花拈。世以苏诗目奔放，三藏法界标华严。倒垂银河注沧海，

变眩百怪包洪纤。谁知当日得力语，圆相表里天人兼。真放精微非客慧，豪厘妙算楮与缣。……
唐之天宝宋元祐，堂堂笔阵千军觇。中间微茫不传处，神工秘龠开枢钤。( 《复初斋诗集》卷三二

《次答冶亭、阆峰二学士论诗之作》，《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381 册，第 297 页)

翁方纲以天宝、元祐为诗坛之高标，引领学界从杜、苏一脉相承的 “精微”视角审视元祐诗歌。如此

一来，黄庭坚的作品在宋诗之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江西诗派以老杜为祖，山谷诗法出自少陵，因此

单就“精微”而言，黄诗比之东坡有过之而无不及。翁氏本人便认为，坡公 “才力气局皆差可以笼罩

其上，而精深不及也”①。因此他指出，宋诗 “总萃处，则黄文节为之提挈，非仅 ‘江西派’以之为

祖”，“宋人皆祖之”( 《石洲诗话》卷四，第 155 页) 。伴随肌理说的日渐成熟与深入人心，诗坛 “祧

苏祖黄”的趋势亦渐趋鲜明。翁方纲于“由苏入杜”说之外，进一步提出“由黄入杜”的主张; 越来

越多人习惯将“苏黄”对举，而不再是将“苏陆”并称; “元祐诗风”的经典意义愈加明晰; “江西

诗派”逐渐向清代宋诗学中心靠拢; 宋诗得到更加客观的评价和更为深入的认识。在此基础上，翁方

纲提出古今诗人之中“杜韩苏黄”最为可法:

士生此日，宜博精经史考订，而后其诗大醇。诗必精研杜韩苏黄，以厚其根柢，而后其词不

囿于一。( 《复初斋集外文》卷一《粤东三子诗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382 册，第 638 页)

从乾嘉以后诗学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杜韩苏黄”逐渐取代此前的 “李杜苏陆”; 翁方纲诗论也以其

“质实”的风貌与以王士禛为代表的 “清空”一路诗学分庭抗礼。翁方纲经典作家谱系建构的诗学史

意义，则在他对传统“正”“变”观念的认识与调和中得以彰显。
清初宋诗学沿袭南宋以降的诗学观念，着力从 “变”的角度寻找宋诗的存在价值。在此种风气影

响之下，宋诗在一定程度上被迫切断与前代的血缘关系，因而也与风雅正统拉开距离。然而在 “尊经

复古”的传统语境中，这一阐释方式无异于饮鸩止渴: 宋诗虽以 “新” “变”之长凸显其独特意义，

却也为自身获得主流认可制造了重重阻力，这是“宋调”长期无法与 “唐音”平分秋色的重要原因之

一。翁方纲的“馆臣”身份决定了他对千年诗史的回溯以 “雅正”为标准，他在这一基础上梳理诗脉

正宗，重建诗学传统，确立 “杜韩苏黄”经典作家谱系。翁氏目少陵如泰山北斗，以杜诗为诗中之

“经”，他认为老杜诗歌“继《三百篇》而兴”，“中历汉、魏、六朝，下逮宋、金、元、明”②，雄视

百代，“吞吐万古”( 《石洲诗话》卷一，第 48 页)，“乃八面莹澈之真境”③，其 “魄力声音，皆万古

所不再有”( 《石洲诗话》卷一，第 50 页) 。因此 “诗必以杜为万法归原处，诗必以杜为千古一辙

处”④。少陵之后，韩文公“约六经之旨而成文”，“其诗亦每于极琐碎、极质实处，直接六经之脉。盖

爻象、繇占、典谟、誓命、笔削记载之法，悉酝入 《风》 《雅》正旨，而具有其遗味。自束皙、韦孟

以来，皆未有如此沉博也”( 《石洲诗话》卷二，第 76 页) 。韩诗承六经之脉、得 《风》 《雅》正旨，

故翁方纲在将元祐诗坛与中唐进行对接的过程中，“不独语 ( 苏诗) 用杜”，而格外强调其 “嗣响杜、
韩”。兹举二例来看: 东坡诗歌 “兼 《国风》之妙义，而出入杜、韩”( 《石洲诗话》卷三，第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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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苏斋笔记》卷九，《清代稿本百种汇刊》，第 67 种，第 8694 页。
《杜诗附记》“自序”，《翁方纲〈翁批杜诗〉稿本校释》，第 105、108 页。
《杜诗附记》“自序”，《翁方纲〈翁批杜诗〉稿本校释》，第 110 页。
《苏斋笔记》卷九，《清代稿本百种汇刊》，第 67 种，第 8657 页。



117 页)， “庶惟杜韩后，山海量崇深”①，皆是此意。唐诗之 “雅正”以杜、韩为代表，宋人之中，

苏、黄继之。《石洲诗话》援引陈与义一段话: “诗至老杜极矣。苏、黄复振之，而正统不坠。”( 《石

洲诗话》卷四，第 168 页) 陈氏以苏、黄承续诗歌“正统”而推举之，翁方纲对此直接引用，不作评

点，正反映出其心中所想。在杜、韩、苏、黄四家之外，翁方纲认为元好问得杜法精微，亦 “可以独

有千古”②。相较而言，李白等人就不算合格。翁氏指出尽管太白诗歌 “超绝千古”③， “自然入化”，

“大不可及”，世人亦以“李、杜二家，为有唐一代诗人冠冕”，然而李诗“殊于风雅之旨不类”，难于

“立诗教”④。王、孟、韦、柳等唐代诸家亦似之。
以苏诗上接杜、韩并非翁方纲首倡，在他之前叶燮观点最具代表性。叶燮 《原诗》已经提出:

“杜甫之诗，独冠今古。此外上下千余年，作者代有，唯韩愈、苏轼，其才力能与甫抗衡，鼎立为

三。”然而叶、翁二人观点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叶氏在对诗歌源流正变的探寻中着眼于 “变”，翁氏

则立足于“正”。叶燮指出，“诗之源流、本末、正变、盛衰互为循环”，“递变迁以相禅”，“非在前

者之必居于盛，后者之必居于衰也”。他以循环论为逻辑基础，为宋诗比肩三唐创造了理论上的契机。
然而归根结底，叶燮对苏诗之“变”的认识，停留在以 “才力”为依托而达到 “奇炫”效果的层面，

是清初苏诗学尚“雄豪”“奇险”思潮的典型体现。他认为韩愈诗歌 “奇奡”， “为唐诗之一大变”，

此后“宋、金、元、明之诗家”“各自炫奇翻异”，“皆愈为之发其端”⑤，而其中以苏诗为极盛。正因

为着眼于才力与奇纵，所以叶燮虽注意到杜、韩、苏三家之间的源流关系，却并不十分在意黄庭坚与

江西诗派。翁方纲对宋诗“新变”的阐释与之不同: 一方面他无法否认元祐诗风出奇多变这一事实，

另一方面又试图从“雅正”的角度赋予其合理的存在意义。翁氏对“坡诗百态新”这个历史话题的解

释，典型地体现出他面对宋诗时在 “正”“变”之间的矛盾，以及为使矛盾得到统一所作出的努力。
历来诗家多以遗山诗歌 “只知诗到苏黄尽”为理由指责苏黄新变导致后世 “沧海横流”，认为

“奇外无奇更出奇”与“肯放坡诗百态新”即元祐变古之处，开后学用事、押韵等靡恶之风。翁方纲

的看法与此迥异，他认为“沧海横流”是“遗山寄慨身世”之语，并非不满于苏黄，这从根本上否认

元好问有批评元祐诗风之意。同时，他还从遗山论苏黄绝句中，得出其 “力争上游”的结论。至于何

为“力争上游”，在翁方纲对元好问另外两句诗 “百年才觉古风回，元祐诸人次第来”的评点中，或

许可以找到答案: “此‘回’字即坡公诗 ‘升平格力未全回’之 ‘回’字，是遗山力争上游处也。”
( 《石洲诗话》卷七，第 314 页) 由此可知，所谓 “力争上游”就是对 “升平格力”的追求。所以关

于“奇外无奇”一首，翁方纲之意即: 苏黄能于无奇处出奇，是元祐 “升平格力”的典范，遗山意欲

学之，但恨生不逢时，遭遇沧海横流之世。而对于遗山另一首论苏诗 “金入洪炉不厌频，精真那计受

纤尘! 苏门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诗百态新”，翁方纲以“真放本精微”解之，对前一首进行补充: “此

章收足论苏诗之旨，即苏诗‘始知真放本精微’也。‘百态新’者，即前章 ‘更出奇’也。”( 《石洲

诗话》卷七，第 314 页) 元诗本意或指苏诗“百态新”是精金之纤尘，后之学者自须仔细冶炼。翁方

纲却认为“百态新”是其“真放”一面，后人当知真放之境所掩盖的正是苏诗千锤百炼的精微法度，

从“精微”处学苏方能得其深旨，唯其如此，才能算作“苏门忠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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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复初斋诗集》卷六六《读苏诗四首》 ( 其一) ，《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381 册，第 630 页。
《石洲诗话》卷七，第 315 页。蒋寅认为翁方纲建立了“杜韩苏黄元”诗歌谱系 ( 参见《翁方纲诗学的取法途

径与理论支点》) 。从翁氏本身诗论来看，将元好问纳入其中很有道理; 但是从后世经典化进程来看，“杜韩苏黄”取代

清初“李杜苏陆”直接影响宋诗派的发展，而元好问在其中的影响相对较小。
《复初斋文集》卷四《志言集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382 册，第 53 页。
《石洲诗话》卷一，第 45—46 页。翁方纲给予李白“雅正”之作高度认可，如太白《古风》 ( 大雅久不作)

一首，翁氏以之为“五言之正”( 《七言诗三昧举隅》，《清诗话》，上册，第 296 页) 。
叶燮《原诗》，《清诗话》，上册，第 565—566、570、596—597 页。



结合“精微”与“升平格力”这两个关键词来看，翁方纲在对 “坡诗百态新”的解读中努力以

“雅正”对宋诗之“变”作出调和。他强调，尽管东坡诗歌 “穷形尽变”，但是 “万变不离其宗”。宗

者，原也。翁氏以老杜为“万法之原”，“由苏入杜”说的提出本身便包含为宋诗 “正本探原”的内

涵。清初吴之振等人标榜宋诗之 “雄阔”“豪横”“浩落之气”，翁方纲指责其为“偏枯”“硬直”“目

空一切”，将这一组概念与《石洲诗话》所论元祐诗歌之 “精腴” “涵养” “细密精深” “风雅之旨”
对比观之，则翁方纲诗学富贵清华之态显而易见，这正是清中期宋诗学 “馆阁化”的重要表现之一。
翁方纲对“升平格力”的追求，引领宋诗研究“避粗犷” “分雅俗” “择浅深”( 《石洲诗话》卷三，

第 143、145、105 页) ，通过“精深”与“节制”矫清初“空疏”“瘦硬”之弊，进而向 “学人之诗”
靠拢。

结 语

清代特殊的政治背景、文人尴尬的生存环境，以及由此导致的谨严的学术氛围，共同将诗学推向

节制、内敛的方向，而这些在趋于稳定的乾嘉时期表现得更加突出。尽管此时诗坛流派纷呈，但主流

文学话语权最大限度地掌握在官方手中，对其后的诗学走向起着决定作用。“由苏入杜”说的提出与

具体论证，脱离传统苏诗阐释轨道，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东坡诗歌接受史的扭转，进而建构起符合

乾嘉美学追求与儒家正统观念的 “杜韩苏黄”经典诗人谱系。翁方纲的谱系建构以沟通经史的雅正诗

教观为宗旨，以细密、节制的诗歌文理为法则，呈现出“质厚”的 “学人之诗”基本样态，这为以黄

庭坚为代表的宋诗风的进一步流行做好了准备。

［作者简介］ 刘亚文，女，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博士生。发表过论文 《馆阁文臣的困

境与选择———纪昀评点〈苏文忠公诗集〉的时代特质》等。

( 责任编辑 马 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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